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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出关东北长春游（二）

（接上期）
“春游主人”长春游

1961 年张伯驹突然出关东北，到长春任职，这是
张伯驹一生故事中流传最广的事件之一，已被当成了
传奇。 说是 1961 年张伯驹突然收到吉林省委宣传部
部长宋振庭的一封电报， 邀他和夫人潘素去吉林工
作，后来一问，才知是他的老朋友陈毅安排吉林省委
书记于毅夫特别照顾的。 这样的经过确实有些传奇色
彩，显示了陈毅元帅对张伯驹的友情与关照。 但这一
说法与张伯驹本人的叙述并不一致。

其实，张伯驹出关东北，也没有什么传奇，是其命
运使然。 我不赞成在人物传记的讲述中将真实的历史
传奇化，所谓传奇大都是人们捕风捉影虚构出来的东
西，貌似有趣，实则于历史无益。

在 1971 年 10 月张伯驹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亲笔
信中，一开始便写道：“一九六一年夏，吉林省委宣传
部约我夫妇去吉林艺专讲授国画，原拟三个月或半年
而归，至则留作长期工作……”而在张伯驹写的《五十
年来我的情况》一文中，又明确写道：“六一年吉林省
艺术专科学校约我爱人潘素讲授国画。 潘素因我年老
无人照护，不肯去。 后吉林省宣传部约我夫妇同去。 ”

这些话已经表明，张伯驹去东北与陈毅并无直接
关系，因为张伯驹还说过，他被划为右派直到 1961 年
去东北前夕，并未与陈毅联系，直到向陈毅辞行时，陈
毅才知道他被划为右派的事。

这问题就清楚了，作为一个朋友，在并不知道对
方四年来的工作情况，又未联系的情况下，怎么会不
打招呼自作主张去为朋友安排工作呢？ 不合情理嘛！

那么，张伯驹是怎样去东北的呢？ 还是曾任吉林
省政协副主席的任凤霞女士在 《张伯驹先生在吉林》
（见 《人民政协报》2018 年 4 月 12 日） 一文中说得清
楚。 她说，时任吉林艺术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的耿际
兰委托史怡公赴北京请潘素，潘素提出了她老伴张伯
驹年纪大，无人照料不成。 耿是个爽快人，答应可以一
起来，后据此向省里汇报。 吉林省委宣传部和吉林省
文化局立即作出决定，潘素及张伯驹二人同请。 于是，
张伯驹夫妇来到了长春。

张伯驹到了长春，最初的工作意向是在吉林艺专
教授书法和艺术史，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则另
有一番考虑，他与时任省博物馆党支部书记、主持工
作的副馆长王承礼商量， 说张伯驹有文物收藏的爱
好，安排在省博物馆更能发挥作用。 王承礼同意组织
安排。 就这样，张伯驹初到吉林省博物馆时先任了副
研究馆员，又过了几个月，摘掉右派帽子后，任了省博
物馆第一副馆长（馆长一职空缺）。

张伯驹出关东北，是一个随夫人一同被聘的“偶
然”，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与巧合，更是他命运的一次
转折，是他生命历程中一段颇为特殊的时光。

张伯驹很幸运，他遇到了一位懂收藏、有文化的

领导者宋振庭。 在宋振庭的放手支持下，张伯驹干起
文物收藏鉴赏一事，真是轻车熟路，而且干起来“相当
卖力气”。 他首先整理鉴定了大量的馆内遗存，又开始
有意识地多次进京寻访、征集中国古代书画珍品。 他
把遗落在公主岭的董其昌的代表作青绿山水《昼锦堂
记》购买了回来。 这是张伯驹为吉林省博物馆收藏购
得的第一件藏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了吉林省
博物馆的个性化收藏和特色收藏。

从 1962 年至 1964 年，吉林省博物馆共征集历代
书画 225 件，其中包括元代倪云林的《敬亭山寺图》、
张渥的《临李龙眠九歌图》，还有北宋苏轼的《洞庭春
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卷、清朝丁观鹏摹《张胜温法
界源流图》等书画名迹。 另外，张伯驹以超前的眼光，
建议要把当时市场上张大千、溥心畲等历代名人书画
扇面和成扇、历代名人书札册等作品尽数收藏，要把
吉林省博物馆办成书画收藏和研究的中心。 在张伯驹
的倡议下，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的大量作品及历代
名人书札、册画、成扇等进入了吉林省博物馆。

宋振庭曾为吉林省博物馆提出了一个明确的书

画征集、收藏理念，即：兼容并蓄 、各家备格 、成龙配
套、自成体系。由于张伯驹“相当卖力气”地工作 ，这一
格局基本形成，吉林省博物馆书画收藏品类一举名列
国内馆藏前列，张伯驹真可谓功莫大焉。 宋振庭曾夸
奖他说：“张先生使我们吉林省博物馆一下子成了富
翁了。 ”

张伯驹对吉林省博物馆最大的贡献除收购了大

量的古代精品书画和一系列富有特色的近现代名人

书画以外， 就是自己对吉林省博物馆的巨大捐献了，
这种捐献，极大地丰富了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成了
吉林省博物馆的“半壁江山”，且许多精品成了其镇馆
之宝。

1964 年，张伯驹主持筹备编辑《吉林省博物馆藏
画集》。 编辑过程中，一件事让他作难：藏画中唯缺少
宋代真迹，即便出版，也有缺憾，但他已将收藏的晋、
唐、宋、元名迹先后捐赠或转让故宫博物院，唯独留下
了一件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自娱。 张伯驹对这卷画
感情很深，他曾说过：“我终生以书画为伴，身边就只
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会好些。 ”他还对
王承礼说， 上海博物馆曾想用 1 万块钱收 《百花图》
卷，而北京出价更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邓拓不止
一次请他将此卷留给北京，他都难以割舍。

但是这一次，他还是向吉林省博物馆捐出了《百
花图》卷，一并捐赠的还有南宋赵伯《白云仙峤图》
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元·仇远的《自书诗》卷、
明·薛素素的《墨兰图》轴、元·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
卷、元·颜辉的《煮茶图》卷、唐人写《大般若波罗蜜多
经》、唐人楷书册等。

张伯驹如此单纯、善良、慷慨，真是世间少有！
他的捐赠成就了吉林省博物馆“书画重镇”的地

位。 王承礼一直记得张伯驹那句朴实又充满感情的话
语：“在吉林待一回，要给吉林留下东西。 ”

《春游琐谈》的编写
张伯驹出关东北，是其人生的一大悲剧，但也是

其人生中一次短暂的喜剧。 因为张伯驹的确是一个
“绝世天真绝世痴”的文人。 他在长春，自视为一场“春
游”，他说：“人生如梦，大地皆春，人人皆在梦中，皆在
游中，无分尔我 ，何问主客……万物逆旅 ，尽作如是
观。 ”

这似乎是一种佛家眼光对世俗的认识。 这种认
识、这种心态对张伯驹是有积极意义的，正是这种心
态， 使他不但精神上过上了一段颇为畅快的日子，在
学术上也有了意外的收获。

长春人是厚道的，王承礼是厚道的，又遇上了宋
振庭这样的“伯乐”，张伯驹的确是幸运的。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王承礼在回忆张伯驹时，还非常平和、诚恳
地说，张伯驹“涉世不深，旧政治、新政治都不大懂”，

“我是支部书记，从事业出发，他是人才，对他（要）爱
护、保护着点，招呼着点”，“宋振庭对他照顾，我也比
较照顾”，“我们经常参加他的艺事活动，为其‘站脚助
威’”。

不错，张伯驹的确是对旧政治、新政治都不太懂。
他不懂旧政治，是因为他本身就身居上层社会，看透
了上层社会的腐朽和黑暗，采取了一种传统士人“视
金钱如浮云，视权势如粪土”的态度；对新政治呢，他
又是一个被改造的旧知识分子身份， 而奇怪的是，他
对于新政治中有违传统文化规律和反传统的极左观

点自然持排斥态度，又不愿意违心地随波逐流，就我
行我素，表现出传统文化中“士”的风范。 无怪乎人们
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捍卫者，是中国历史上最
后一位“名士”。

张伯驹对新政治不太懂，而对传统文化却有极大
的兴趣，他很好玩，也很会玩，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
尤其是填词、唱老京剧，兴趣都很高。 一次吉林文史所
庆祝建所一周年的晚会，张伯驹被请去了，他唱了一
段《阳关三叠》，很有韵味，很有余叔岩的味道。 还有一
次是吉林艺专美术系举办教职员工联欢会，把张伯驹
也请去了。席间有人高声呼叫，欢迎张伯驹来一段。张
伯驹一点也没推辞，站起来就唱了一段《洪阳洞》，这
是余叔岩的名剧。 他稍稍弯着腰，摆着头，闭着眼睛，
气脉虽略显不足，但样子特别投入，自己也很陶醉。

曾在吉林艺专工作过的任凤霞女士介绍说：张伯
驹不仅喜欢聚会，爱热闹，同样喜欢清静悠闲的氛围，
一不留神，便自然进入一种别样的世界。 他住在吉林
艺专南湖宿舍时，附近有一个美丽的南湖公园，他便
常在公园散步。 每每空气清新的早上，张伯驹常是黑
色布衣布裤，一双布鞋踏在挂满露珠的草地上。 他略
微弓腰，神色悠闲地走着，时而停下来，弯下腰与正在
吃草的小羊颔首点头，小羊也不怕他，他缓慢地摇摇
头，口中像是哼唱，唱的是什么，就有好奇的学生近前
细听，噢，似乎是陶醉在西皮、二黄的戏韵里。

在那种剧烈变化的革命年代，在全社会都在大搞
突出政治的年代， 张伯驹依然沉浸在他的传统文化
里，是那样闲适、散淡。 而厚道的东北群众理解张伯
驹，善待了张伯驹，并没有跟他过不去。

就是在这样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张伯驹还做了一
件与时代政治氛围很不相称的雅事。 当时，因为社会
的不理解，几乎怀疑这是一场反革命活动。 直到今天
人们才知道，其实，张伯驹是在休闲娱乐之中抢救着
人们即将忘记的历史文化。

这件事就是《春游琐谈》的编写。
1962 年 10 月到 1965 年间，张伯驹在吉林，与吉

林各大专院校的一些朋友如于省吾、罗继祖、裘伯弓、
单庆麟、恽宝慧等搞一场沙龙式的文化漫谈活动。 平
日都很忙，只有每周相聚一次，算是以文会友，大家谈
笑甚欢。 后来张伯驹建议，每人每次见面均可各写一
篇笔记小品，题材不限，既可词章，又可金石书画，亦
可风俗、考证。 大家欣然同意。

这实际上就是张伯驹跟当地意趣相投的文人、学
者的小聚会。文人爱弄笔，就名为“春游社”。张伯驹则
把每次聚会收集到的文章存起来，由自己手抄、自费
油印，装订成册，送给省内、北京和上海的朋友。 该书
先后共印了 6 册，每册薄薄一本，纸张黄、绵、软，文字
竖写，完全继承了中国古代线装书的格式传统，与现
代书籍书写、装订形式不同，真是有“特点”极了。 然
而，在那革命的年代里，这样的活动和书籍当然要受
到几乎不熟悉传统文化的革命群众的怀疑， 于是，文
人小事闹得满城风雨，惊动了公安厅，立案侦查，侦查
的结果当然是一场叫人啼笑皆非的“幽默小品”，最后
是不了了之。

这本书后来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成为一本极
有价值的书。 可惜，张伯驹先生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出
版。

（未完待续）


